教育政策與工具的現象學分析

陳世聰

1、 諸論

理想之實踐須賴「政策」，而「問題」與「工具」是政策兩大要素。八O年代我國展開大幅的教育改革，教育政策變革之鉅前所未有。雖然決策過程依制度化機制而行，然而「政策對政策制定系統的過度依賴」(Dror, 1972)，往往未確切探討政策之起源與政策的品質。1990年代政策科學主張「民主參與」之取向，據此檢視我國政策過程，不無可議之處。此外，「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最基礎的建築材料。政策設計不在整套的工具內容上加以妥適的安排，往往會因失去原本工具的合理性，致使執行困難，且相掣肘(Mcdonnel & Elmone, 1987；Stone, 1988)。在此波教改政策執行中，政策工具的選擇與適切性，少見專論。
九Ｏ年代的「民主參與政策科學」取向，是一項方法論上的建議，其研究以現象學為指南，重視以行動者使用的普通語言與普通常識形成政策問題與解決方案，如此將能縮短實務者與顧客之間的差距，形成合作關係(丘昌泰，1998: 24-43)。現象學的實質內涵對教育研究的最大提示，就在於它依據對主體或是存在自我之體驗，進行深層的即事窮理(汪文聖，2001;14；Moran, 2000:6)，此對檢析政策與工具的因果推論的合理性，有實質幫助。是乃本文擬藉胡氏之論述釐清部分教育理想、政策與工具間之合理性，以為未來教育政策過程之參考。

圖1 本文架構

2、 政策科學典範概覽

政策科學之父拉斯威爾（Lasswell）於1951年指出民主政策科學（The Policy Sciences of Democracy）的重要性。其主張概為：

(1) 致力關切社會中的人性尊嚴與人道精神。
(2) 試圖以政策科學推動民主政治的發展，提高人性在政治發展中的價值。

(3) 如何避免官僚主義與官僚政治壓制人性尊嚴。

然而，戰後日趨複雜與政府功能的龐大，「大政府」因應而起，民主菁英主義取代了參與民主政治，他們寧可費相當精力與時間於官方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卻無視於一般民眾的抱怨與請求，使得政策建議與民眾需求相形漸遠。

1970、1980年代的公共政策研究走向「專制政策科學」（The Policy Sciences of Tyranny），其特徵概有：

(1) 抱持實證論的哲學思維。
(2) 以經濟理性為基礎：單純的關係系統、以一致的規則描述政策情境、信仰來自科學真理、界定清晰的公共問題等。
(3) 採用量化方法與成本效益分析。其假定人類的偏好的次序性，可以根據最適當的科學方法計算出各種備選方案的利弊得失，最後以「利益最，成本最小」原則選定最佳的政策方案。
1990年代則有許多公共政策學者呼籲建立「民主參與的政策科學」（The Policy Sciences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其特徵概有：

(1) 政策科學家不僅發展可行的政策建議，而且須鼓勵民眾的參與。
(2) 每一公民都能夠真正介入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政治體系，言論自由與政策辯論為此過程的推進器。
(3) 任何人都必須有參與政治的榮譽心與責任感，並時時對政策議題發表意見(整理自丘昌泰，1998:25-47)。
不同時代的主張的轉變，概起因於原先預設的理想並未如預期實現。而論述的一再轉變，依然無法改善潛在的困境。Dror認為當代「科學」對政策制定提供了相當的助益，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許多在研究專業領域非常小心，嚴格考驗每一發現的信度與效度的科學家，當他們一踏入政策的領域時，往往會犯一些缺點：

(1) 將問題狹隘化的傾向，以配合個人所學的學科觀念。

(2) 不僅以有限的視野來看問題，而且用來分析問題的理論，總是根據特定的學科，忽略擴大效度的重要性。

(3) 可能充滿自信地、超出能力以外，不知所云。(Dror,1971:1-4)

大體而言，最難以處理且導致不能配合的最大原因在於大多數學科都缺乏規範的方法論，以及大多數科學家均缺乏政策規範取向的基本知識(Dror,1972)。欲使政策的整體過程達成理想目標，描述性與規範性的方法論，應同被重視。
3、 政策工具的意涵與思想學派

一、政策工具之重要性

政策工具係「政府相關部門以政策理想為目標，依據立法或行政裁量程序所決定，具有合法性與有效性之執行政策之手段或策略。」(陳世聰，2003:75)

政策工具的研究始於Lasswell於1936年的著作《Politics:Who Gets What, When, How.》。經過了數十年後，從每一工具的純粹描述到工具類型的分類配置發展，進而了解政府採用背後的理由。政策工具受到公共政策學者重視的理由概為(Howlett & Ramesh, 2003:87)：

(1) 透過政策工具研究以彌補理論與實務的差距。

(2) 提高政策執行效果。期望運用政策工具重視手段與目標關係的特質，以提高政策效果。

政策形成均要經過一定的過程，決策者在過程中若有好同惡異的思維現象(groupthink)，就可能滋生團體的盲思。決策者若在政策形成過程中，觸犯了一些論證的謬誤，導致政策工具抉擇的不當性，形成執行的困難(行政院研考會，1993:29)。

表1 政策工具的可能特性
	
	確定性
	及時性
	成本少
	效率
	效能
	彈性
	可見度
	績效責任
	選擇

	說明
	行政程序與順從標的確定性
	工具運作快速的程度
	工具的成本
	工具使既有輸入產生最大量的結果的程度
	工具最有可能達成它目標的程度
	工具可以輕易選擇以改變需求與環境情勢
	方案熟知與不熟知的程度(有時候不可見是一個重要目標)
	執行者對其行動績效責任的程度
	政策給與市民選擇的程度

	直接服務
	＋
	
	
	
	
	－
	＋
	＋
	－

	提供轉移
	＋
	
	
	
	
	－
	＋
	－
	＋

	核准
	－
	
	
	
	
	－
	
	＋
	＋

	稅賦支出
	－
	
	
	＋
	
	
	
	－
	＋

	管制
	＋
	
	
	
	
	
	＋
	＋
	－

	貸款
	－
	－
	＋
	
	
	
	－
	－
	＋

	保險
	＋
	－
	＋
	
	
	
	－
	－
	＋

	合約
	－
	－
	
	－
	
	＋
	－
	－
	＋

	授證
	－
	
	
	
	
	－
	
	
	

	非正式  程序
	－
	
	＋
	
	
	＋
	－
	－
	

	能力建立
	－
	－
	
	
	
	
	
	－
	

	誘導
	－
	－
	＋
	
	
	
	
	－
	

	懲罰
	＋
	＋
	－
	
	
	
	
	－
	

	忠告工具
	－
	－
	
	
	
	
	＋
	
	＋


  資料來源：Birkland, T. A.(2001). An introduction to the：policy process. New York：M. E. Sharpe. P. 171-173.

註：＋號表示其屬性存在；－號表示缺乏其屬性                                          

然而實務界對政策工具之選擇，並未多所考究。政策制定者用以解決問題的各種工具往往侷限在他們的印象(Howlett & Ramesh, 2003:88)。政策工具之選擇足以影響標的人口對政策之認知與行為，是以，政策所選用之工具及工具本身所依存之理念，對政策達成使命之重要性並不亞於權力和影響力之行使（Schneider & Ingram,1990）。

2、 政策工具的類別、特性與選擇

那一種政策工具適合達成政府的政策目標？Levine, Peters與Thompson (1990: 73-76)提出：確定性(certainty)、適時性(timeliness)、成本(cost)、效率(effici- ency)、效能(effectiveness)、彈性(flexibility)、可見度(visibility)等效標作為選擇工具之參考。Birkland亦集合了眾學者的看法將政策工具分類及政策工具的可能特性整理如表一，亦可為政策工具選擇之參考。

3、 政策工具之思想學派

廿世紀中葉的學術標誌(hallmarks)緩慢，但卻經由社會科學(包含政治科學)穩定地散播著經濟語言。對某些政治學家而言，這過程豐富了此學科，形成了新的混合取徑。政策工具思想學派概有下述四者(Linder & Peters, 1998: 33-45)：

(1) 工具主義者

「工具主義者」(instrumentalists)，或許同時也是主要的政策制定者，來自這些學者的政策主張為：

1. 知道特定的工具，了解其內部的運作；

2. 它的效能可被證明或高度合理的；

3. 可以預測，或變異極其有限，可以有效地使失敗轉為成功。

4. 致力於分析工具的特性與特點，以目的來確認、推敲(refine)，提供一小組的普遍性工具做廣泛的應用。
這裡並未試圖使工具的角色脈絡化，無論依據的是問題領域或政策決定的情勢，其效用並未衡量背景因素。工具主義者主要的訴求觀點是技術理性。這使政治的工具評估空間極小；在最理想特性下，也無法容納差異觀點。大部分的討論集中於以新方式應用信賴的工具，提供擴大適用性的精闢見解。

(2) 程序主義者

「程序主義者」(proceduralists) 支持個殊工具。其假定為：

1. 工具間存在著重大差異，但沒有一種工具或工具家族可以普遍應用。甚至的選擇並非間斷推測(discretecalculation)後的產物，只是動態過程適應的嘗試性(tentative)的解決。

2. 適當的工具經由定義，是既有政策問題或一組問題需特殊決策的函數(function)。

程序主義者較著重於工具發展反覆的過程甚於工具孤立的特性。隱含的(有時候是明確的)假定是，不好的工具可以被運作良好(be made to work)，正如好的工具也會被運作失敗一樣，所依據的就是他們特別的應用。

(3) 權變主義者

權變主義者(contingentists)與傳統、社會計畫的觀點極為相近，其認為工具應該依據其如何更佳地表現特性以滿足特定問題嵌座(setting)的需求：

1. 一旦工作的需求是明確的，直接的事情即是從看似相關的工具中設置一個相稱或最適工具。

2. 工具研究將致力於情境需求的建構與製造，如同問題解決的要求，以理性分配的方法，試圖確保最適當的工具被選擇。

要求客觀可檢證條件的傾向，他們對受過訓練的觀察者就好像是如易取得的物理特性一樣。權變主義者的工具觀點同樣求其客觀。問題與工具的相稱組成了權變主義者的解決辦法，經由推論而非歸納其典型地發現或發覺。

(4) 構成主義者

構成主義者(constitutivists)比權變主義者更主張工具的改造要了解其背景的特殊性，需要注意工具的主體意義：

1. 主體意義(subjective meaning)涉及的不只是非工具的觀點，諸如符號的或道德的含義(ethical import)，也涉及工具的特性，其詮釋與意義透過價值與觀念來傳達(mediated)。

2. 無關注於工具的客體(objective reality)，它們的特性或許只是不完全可知的(imperfectly knowable)，且某些專家可能聲稱享有特權(claim privileged access)。當然，工具代表一種社會建構的作為，它的意義與合法性一直被構成與重構(reconstituted)。

如權變主義者的主張，工具應適合於問題，但沒有基於客觀特性之理性設計的做作。對構成主義者而言，同時了解工具與問題是一個如同透過冥想(contem- plation)的社會與專業互動所形成的主觀過程。於是，就某種意義而言，意義必須被建立，有時需妥協地視作是任何相稱的工具與問題的先驗(antecedent)。

表2 工具研究的學派思想

	學派
	關鍵要素
	評估的模式
	與政治的關係

	工具主義
	工具特性
	限制下的最理想的
	排除政治的設計

	程序主義
	適應
	發展適應
	政治排除設計

	權變主義
	合適(fit)的長處
	與任務相稱的工具
	設計形成政治

	構成主義
	喚起意義
	詮釋競逐的意義
	政治即設計


資料來源：Linder, S. H. & Peter, B. G.(1998).The study of policy instruments: four schools of thought. In Peters, B. Guy & Nispen, F. K. M. Van.(eds.).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s : evaluating the tool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45.

四種工具思想學派的觀點，就如同學者與政策研究者所持的一致論點，大致與方法論的差異和政策制定的競爭模式相平行(parallel)(如表二)。公共政策更重要的意涵是，更可能是學派內容的差異是否真的被應用於各種政策設計中(Linder & Peters, 1998:43-44)。

4、 教育政策與工具之現象學分析

國內外胡塞爾現象學之專書頗豐，本文不再贅述。茲以融合教育理念與胡氏現象學對政策和工具分析如下：

1、 人性尊嚴係賴主體際性建構以成

政策科學向來重視人性尊嚴的問題，然而「人性尊嚴」無法以單純主客二元的概念視之，無法給予，需經由「建構」而成。尤其生活視域愈來愈廣，人際互動愈趨複雜時，個體更無法成為「客體」，等待他人給予「尊嚴」。即使全世界所有的人對某「客體」都有信心，都給予最高的尊重，「客體」不見得就會滿意、快樂，因為，「客體」本身必須自我建構。民主時代每一人都受平等尊重，因此，這是彼此建構、互為主體的問題。胡氏主張，「人與人之間之所以能彼此建構為主體，其關鍵就在於「同理」(Empathy)。而「同理」蘊含著「統合呈現」(Appresen- tation)與「聯想」(Association)二者(關永中，2000:242-243；Husserl, 1960:113-135)。因之，欲達到「人性尊嚴」的普遍關切，尚需「同理」、「統合呈現」、「聯想」等三者，而此三者均需「我」對自我與他者的把握才可。

回到教育政策來看類似的問題。我國八O年代的教改訴求，部分主張「減輕學生的壓力」，而「壓力輕、重」並非是客觀給予或排除即可，而係「學生」自我建構而成。如果「學生」關在象牙塔內，「為賦新詞強說愁」，那麼任由他人為其減壓還是無法消除壓力。因而，在這個議題上，「同理」是很重要的，藉由「統合呈現」了解他人良好成就背後的付出與踐行；透過「聯想」來體會他人良好成就所需承受的壓力與付出。

因為我們了解「減輕壓力」的關鍵因素之後，釐清其因果關係之後，在教育政策工具的思維，即應從關鍵因素著手。以減化課程難度、多元評量作為「減輕壓力」的工具，治標非治本；學生無法正確建構自己應有的責任、無法對自己的責任承諾時，「學生」依然故我。只有他人、世界改變，「學生」卻未往好處改變，政策目標依然失敗。再以政策工具效標來衡量，「課程大幅改變」與「多元評量」一樣是不十分恰當。課程大變動之後，緊接著出現「教科書」的品質、選用、成本問題，以及教師對新課程教授能力的問題；多元評量(入學)實施後，出現客觀性公平的問題、怕輸在起點而大肆補習的問題……，都是主張大肆改革者始料未及的現象。造成學校與教師需投入更多的能量，但卻不見得獲得更大的滿足感、成就感，學生的收益也未理想，顯然都不符「效率」、「效能」、與「成本」；而民間版教科書一開放，基於誠信原則，商業利益，想回頭都難，更是沒有「彈性」回旋修正的空間。
2、 官僚主義與菁英主義難達意向滿全

科層主義所形成的正式組織、過分強調效率的正式目標、由上而下的層級節制體系，以及以幕僚人員為主體的領導體系，容易建構出限制導向(constraint- oriented)的文官體系(丘昌泰，1998:160)。面對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意謂正意識著某對象，而並非所有心理現象都有意向性。因此，胡氏以為，我們不必否定有非意向性的經驗；而非意向性的經驗，可以與有意向性的經驗一起被肯定。意即，官僚建構出的有限導向，可能尚有擴增的空間。胡氏認為意向活動同時是一賦義行動，意向性包含「能思」(Noesis)與「所思」(Noema)兩面；「能思」乃主體的意識活動，「所思」即被意識對象的某意義範圍。「能思」都與一「所思」對應。但反過來，同一「所思」卻可對應著很多「能思」((如知覺、回憶、前瞻、思維、理解、質詢、判斷……等。「能思」與「所思」的相互性，將邁向「意向的滿全」((充分杷握一對象的眾多面向，而理解一更豐富的整體(關永中，2000:171- 177)。如若官僚作到了這樣的境界，雖然決策時可作的選擇亦是有限，但其範圍則已寬矣。文官體系保障機制，利於文官對政策問題「所思」的時間性與同一性之延續性，有助於「意向滿全」的達致。然而有利的條件具備，卻未持續啟動意向活動，無法持續增廣見識。

以九年一貫課程政策而論。為利於「帶好每一位學生」，由傳統上而下的官僚模式，修正為由下而上本位模式，權力集中轉為權力分享。然而形式的改變，並未必帶來內容的改變。因為，教育行政體系與學校的推動，並未充分地透過地位平等的專業對談的契機，朝向對教學問題的充分認識，造成「意向不滿全」。意即執行者一直堅持自己意向性的經驗，未虛心增進對非意向性經驗的認識。依然是以不變的教學模式與思維進行教學，無法「帶好更多的學生」。

在政策工具的思維上，抱持「形式跟隨功能」的樂觀想法，功能遲遲未見，只好又回到「績效責任」的思維，不管過程，只求績效。但所謂的「績效」不光違反既有的「五育均衡」，亦無法達致「理想滿全」((充分達成教育理想。以物理現象而言，建築物的形式產生的特性即具有功能，如樑柱的形狀會產生不同的支撐係數。若以教育現場相類比，則教育組織成員的「承諾」與「能力」必須俱足，教育的形式才會跟隨功能。因此，「能力建立」與「誘導」的工具，才是良策。「命令」的工具，較不適宜；因之，從「能思」的角度思維，教育工作者被命令，其亦以此道回應其學生，而「命令式」的教育方式，並非吾人在當前教育所樂見。Benvenisre的研究呼應這樣的觀點，其指出命令懲罰的政策工具，耗損許多教師。學區長、委員會與校長面對問題時通常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命令(引自Fowler, 2000:257)。可想而知，官僚主義的缺失，主要在於意向活動的遲滯。
3、 政策評估勿獨重內在視域而輕忽外在視域

對象自身的表裡精粗、共同構成為一個總括的意義範圍，總稱為「內在視.域」(Internal Horizon)。「外在視域」(External Horizon)指一對象之背景。嚴格地說，「所思」所投擲的意義範圍，不單包括一「內在視域」，而且還涵括一「外在視域」，即涵括一對象之背景；因為每一對象都在一背景下顯現自己，對象不能缺乏其背景而呈現(關永中，2000:177-179；Husserl, 1960:113-135)。

以「多元入學方案」政策為例，從聯考未廢時代的「統一聯考」與「推甄」，歷經了改革後的六種入學方案，逐年檢討漸次遞減入學方式，又回到兩種入學方式。而「聯考」改為「學測」，雖然「原有物」與「後來衍生物」從教育的「內在視域」觀點或有不同。但教育的「外在視域」並未讓「衍生物」顯出不同的意義，它被賦予的意義並未生多大的改變。再以「教育市場化」的政策為例，如此思維係在教育經費愈趨不足，且為刺激學校教育提升教育品質所擇之手段，政策與工具可謂一體。「市場化」的概念如果以教育的「外在視域」觀之，本是存在已久的交易機制，在「外在視域」中，具有「市場化」成熟的條件。然而回到教育的「內在視域」析之，「教育市場化」應衍自新右派，信奉自由主義的產生，主張小政府、鼓勵競爭與崇尚利益追求。但是，學校教育「內外視域」所傳承的價值，應是鼓勵友愛、公平、合作為主。因此，一個「外在視域」的既有物不假思索地引進學校教育的「內在視域」中，其效應是難以掌控的，但可以預見原有的價值系統將受到極大的衝擊。

以政策工具的觀點而論，「入學方式的改變」與「教育市場化」係屬「系統變革」的工具((「轉移官方職權到個人與機關」(Fowler,2000:250)，當存在制度不願反應時，所使用的一種手段，然而會有不預期的結果。前者立意在於引導「教學模式的改變」(創新教學、多元活潑、鼓勵多元智慧，後者在於「激勵學校認真辦學」、「學費(價格)更合理」。然而，教育的外在視域((「智育掛帥」與「貧富差距日鉅」，是必須接受的事實。因此，提升家長與社會大眾對升學正確認知，與學費貸款與減免的配套工具，都需同時考量。以免單一政策工具無法收得效益。
4、 優質公民參與須賴社群的主體際性歷史還原

九Ｏ年代的民主政策科學，是一項方法論上的建議，可以辯論模式，拓展那些涉入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的行動者範圍(丘昌泰，1998:24/43)。政策科學家應該關心如何在公民秩序(civic order)的系絡中，以適當的技巧操作啟蒙性決策(lasswell, l971:13)；此處所謂的公民秩序實際上正是政策科學關心的焦點(丘昌泰，1995:20)。

公民秩序的系統意以避免掉入菁英與官僚的專制之中，然而「眾數」之意見並不必然為真。政策科學家亦是菁英者流，如何能超脫自我的偏執，以群利為己利，又能以理性真理為師，引導民智向上提升，是一件極具挑戰之事。胡氏後期在《危機》一書中提出的「歷史還原」，可為此理想之依循。胡塞爾先前曾把「歷史」及前人理論放進括號，但現在卻考慮到：哲學家到底承受了前人心得，而並不從零開始。他認為，一旦達到了避免先入為主、而保持著中立心態，此時我們可心安理得地返回哲學史，去追溯其中的非理性與理性。歷史有其目的論(Teleology)，它是一份內在的向善原動力，它是一切史實背後的一股理性，隱然地推動著整個人類歷史邁向絕對的真、善、美(關永中，2000:298-307)。

「以古為鏡」「以古為師」可以提升民智，開啟「主體際性歷史性」( Historicity of intersubjectivity )。個體是過去的承繼者，承受著個人及團體的過去，包括過去的總成果、癥結與理想。但經由「還原」使去蕪存菁，成為主體際性的溝通基礎。教育包含層面甚廣，教育合夥人甚多，除了提供資源外，亦扮演榜樣與協助之角色。因此，在諸多教育政策的推陳，公民智識提升的工具，更應同步考量。「終身學習」、「學習型家庭、社區」的理念，都是必要的配套工具，藉由學習使公民再學習、再省思，成就理性去除非理性成分，教育選擇權、教育參與權的釋放，才有實質的意義。

5、 唯經濟理性的政策考量未兼及整體生活世界

「專制政策科學」時代，抱持實證論，以經濟理性為基礎，採量化方法與成本分析。如此以所計算出來的利弊得失作政策選擇，似如胡氏在《危機》所言的((西方近世科學與哲學所呈現的危機。心物二元分割、以及以科學觀點下的世界為唯一的客觀世界；這是歐洲近世文化的非理性面。而其中的基本成因在於：哲學家們未能真正面對「生活世界」，這是近世哲學所應正視的理性(關永中，2000:311；David Carr, 1970:12)。

胡氏以為世界至少可分為：科學世界、文化世界、直接經驗世界。前者隸屬於後者，直接經驗世界為「生活世界」的第一義，文化世界為「生活世界」的第二義。以經濟理性為基礎對教育政策進行量化、成本效益分析，所能計算的偏重金錢的利益(Monetary Benefit)，獨見科學世界，不論文化世界、直接經驗的世界，未衡量教育的外在利益(external benefit/ externalities)。以教育成本量化分析結果，所得的「小校不符規模經濟」((建議裁併的政策推介，即是以經濟理性所下的結論。因為小校對當地文化與生活重心的效益，並未被考量。學校行政業務裡，為中央、地方各部會協辦處理的部分，未被計為效益。教育背負了共同(聯合)成本，學校扛下了額外的業務，應被「還原」其真象而非另類的「存而不論」。如果以小校不具競爭力的推論，則需暫且「存而不論」，亟待予以「歷史還原」；從教育哲史中，理解學校教育存在的價值與目標；從小校的編制、業務、教師流動與家庭社經地位進行分析，去釐清真象。

因此，「打著提升競爭力」與「教育品質」，採以「裁併校」政策工具，在公部門的「成本」效標上，大都划算。然而對「學生」、「家庭」與「社區」，並不利。如果以「競爭」作為提升學生成就的手段(大校班級數多好競爭)，亦非正確的因果論述。因之，學生成就的重要因素，應來自家庭條件、教師素質與學生的努力，因此，其工具應是「改善小校的師資結構」「健全家庭教育」才是首要。再者，若以財政困窘來論「小校」投資的高成本時，則需讓所有財政分配公開，提高獨厚少數利益團體而付出高額成本政策的「可見度」。讓真正的「不合理」攤在陽光下。

6、 秉持存而不論可避免政策的不當推介

科學家踏入政策的領域時，往往會犯下問題窄化、有限視野與超乎能力的缺點。因此，作出不當的政策推介，引發諸多負面的效應。對於教育政策更容易有所推介，然而，教育涉及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跨學科領域，教育牽涉的層面更難以有限視野看之。

對此，胡氏「存在存而不論」與「歷史存而不論」的功夫可供參考；前者在吊銷個人對自然心態之信念，後者在避免先入為主理論之干擾。而後依循「還原」((現象、本質、超驗，更重要的是「歷史還原」。科學家對自己學養的信心，應回到歷史哲史，再作檢驗。檢視科學哲學的源流，更形而上的哲學議題，反思人類歷史反覆出現的非理性事件與行為。
近年「數學教育」的「建構式數學教法」即可作為討論政策推介適當性之例。如若改變「數學教學方法」是提升數學能力的工具，那麼其因果理論為何？如果「命令式」的工具一開始就受教學者質疑時，可作三種假設進行說明：第一、假設「命令」是對的，那麼教學者的質疑是不正當的，即是「命令」工具未配合「能力建力」的工具；或者其手段應是「能力建力」在先，「命令」、「說服」於後，這是政策工具配合與優先順序的問題。第二、如若教學者的認知是對的，那麼教學法改變的「命令」本就不該，需承認這是政策推介與決策的錯誤。第三、如若「政策」與「教學者認知」都沒有錯，那麼就是家長沒有辦法理解與接受，這是政策「說服」「說明」的問題。三者的問題不同，但共同的改善之處，是「政策參與」不足的問題。真理愈辯愈明，多一些時間進行政策辯論，以此為政策推進器，正符合當前民主參與政策科學之精神。
5、 結語

距1951年Lasswell提出「民主政策科學」的重要性至今已逾半世紀。其間，政策科學的發展，歷經「專制政策科學」時期，而又回至「民主參與的政策科學」主張。過程中受到兩股力量的挑戰：一是「科學」，一是「民主」。科技文明的進步更加神速，為人類帶來許多前所未有的福祉。然而「科學」對政策造成的影響也利弊互見。民主與專制相對，代議民主變質為專制，因此，後期政策科學強調「參與」，即是避免「專制」的手段。兩股挑戰的力量，都可重回胡氏現象學的論述中，找到與之抗衡的良方。

教改十年教育政策幾經變革，密集、大幅的改變之下，雖然衝撞中許多好的火花，但也付出許多不可預期的結果。本文結合政策科學、政策和工具理論、與胡氏現象學的觀點，從方法論加以省思，發現：人性尊嚴係賴主體際性建構以成、官僚主義與菁英主義難達意向滿全、政策評估勿獨重內在視域而輕忽外在視域、優質公民參與須賴社群的主體際性歷史還原、唯經濟理性的政策考量未兼及整體生活世界、秉持存而不論可避免政策的不當推介。如果在政策過程多一點邏輯性、合理性的沈思，教育政策將可產生更高的效能，更能符應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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